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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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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布哈林和葛兰西都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曾在共产国际工作

过，两人自然在文化领导权问题上有相似或相同的地方。 布哈林和葛兰西所处的历史境遇不

同，承担的历史使命不同，两人自然对文化领导权的具体思考和主张也不尽相同。 这种认识的

差异主要体现在取得文化领导权的具体方法上。 对布哈林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进行比

较，有助于深入探究文化领导权的核心问题，反思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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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兰西在 １９２９ 年开始写作的《狱中札记》一
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在中外学界

引起了巨大反响，从此广为人知。 “以至于国内

外学界都不由自主地将葛兰西的理论当成某种经

典的范式。” ［１］１２６事实上，布哈林早于葛兰西之前

于 １９２５ 年写作的《无产阶级和文艺政策问题》一
文中，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这一概念

并详细论述了取得领导权的具体方法。 该文曾在

苏联《红色处女地》杂志 １９２５ 年第 ４ 期公开发表。
目前，没有资料显示葛兰西曾经阅读过布哈林这

篇文章，但是，在形成自己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初

期，葛兰西在《实践哲学》一书中有大量的关于布

哈林意识形态思想的批评性论述，有学者认为，葛
兰西“与布哈林学说的批判性对话对他的学说

（指文化领导权思想———笔者）的形成起了很大

的推动作用。” ［２］１８３尽管布哈林和葛兰西所处的历

史境遇不同，承担的历史使命不同，对文化领导权

的具体主张也不尽相同。 但是，布哈林和葛兰西

的文化领导权之间也存在某种历史的联系，对布

哈林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进行比较研究，
有助于深入探究文化领导权的核心问题，反思中

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经验。

一、文化领导权的提出

１９２３ 年，布哈林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一
文中分析了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 他指出，
在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剥削、
政治上的压迫和文化上的垄断，使得无产阶级不

可能形成比资产阶级更加先进的文化。 在资本主

义社会，无产阶级“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

成熟起来，但绝不是作为一种文化力量成熟起来

的。” ［３］３４６因此，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时，必然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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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化上较高的阶级的消极怠工，这造成了革命

的巨大耗费。 此外，无产阶级要有效管理国家需

要借助其他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力量，一个在文化

上落后的阶级不可能长期统治文化上较高的阶

级，这就使得无产阶级专政存在蜕化的危险。
１９２５ 年，布哈林在《无产阶级和文艺政策问题》一
文中分析了取得文化领导权的可能性和现实要

求。 他指出，因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

和苏俄政权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决定了无

产阶级专政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为建设

无产阶级文化提供了客观上的可能性。 无产阶级

可以通过革命取得具有历史意义的领导权，但是，
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可以独掌文化领导权。 在

这种情况下，取得文化领导权就是巩固无产阶级

专政、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现实要求。
因为受到十月革命胜利的巨大鼓舞，葛兰西

在政治上从社会党的改良主义转变为共产党的革

命主义。 此后，欧洲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效法

苏俄进行革命斗争，却接连遭到失败。 为什么无

产阶级革命在经济文化发达的西方国家失败了，
却能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取得成功呢？ 葛

兰西分析了东西方不同的社会结构，提出了市民

社会理论。 在葛兰西看来，市民社会是从经济基

础中产生的、与政治上层建筑并列的哲学、艺术、
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 市民社会是介于国家与人

民之间的地带，能够说服人民自觉地服从国家的

统治，从而确立国家政权的合法性。 “假使国家

开始动摇，市民社会这个坚固的结构立即出面。
国家只是前进的堑壕，在它后面有工事和地堡坚

固的链条”。［４］３８葛兰西指出，东西方社会结构的

重要区别在于市民社会是否成熟。 在东方社会，
工业经济不发达，依然是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小农

经济，市民社会处于初生还尚未成熟的状态，国家

主要依靠政治权进行统治，因此，在东方社会，无
产阶级可以直接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 在西方

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普遍确立，市民社会

已经成熟并发挥重要作用，国家统治除了 “暴

力”，还有“同意”，因此，在西方社会不可能仅仅

通过暴力革命取得胜利。 在这种情况，无产阶级

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取得文化领导权。 葛兰西认

为，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胜利后，资本主义国家政

权的合法性将不复存在，市民社会的正当性也将

日益消解，整个统治阶级及其体系也将趋于涣散。

二、取得文化领导权的方法
布哈林和葛兰西从各自所处的历史境遇、面

临的历史任务提出的文化领导权在内涵上不尽相

同。 布哈林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背景下，着眼于建

设无产阶级文化，提出了文化领导权。 在布哈林

看来，文化领导权的内涵就是领导无产阶级进行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能力、影响力和潜在力量。
葛兰西面对西方特殊的社会结构，着眼于占领资

产阶级的文化阵地，提出了文化领导权，其实质是

“通过精神和道德的领导获取民众的自愿接受和

‘同意’”，从而为夺取政治领导权确立合法性基

础。 由于对文化领导权内涵的认识差异，决定了

两人在取得文化领导权方法上的差别。
（一）正确对待和利用知识分子

布哈林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提出了要

正确对待意识形态领域的“同路人”。 “同路人”
的概念是由托洛茨基最早提出来的，指无产阶级

作家和资产阶级作家之间的一个作家阶层，可以

引申为知识分子。 布哈林指出，因为无产阶级在

文化上还没有成熟起来，因此，在革命和建设的过

程中，都要借助知识分子的力量，甚至无产阶级政

党都要选择“来自其他阶级、首先是来自知识分

子的人作领袖，而这种情况是完全不可避免

的。” ［３］８３布哈林反对像对待阶级敌人那样“既没

有丝毫分寸感，还采取了过火的策略”的方法，主
张通过改造和和平排挤的方式，正确对待知识分

子。 因为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还处在敌对意

识形态的影响之下，要求知识分子“按照新的原

则，按照新的无产阶级思想指导自己”，［３］９２为无

产阶级文化建设服务。 对那些不合作甚至搞破坏

的知识分子，可以通过和平排挤的方式，从文化领

域中予以“驱逐”。
葛兰西提出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主张通过

有机知识分子取得文化领导权。 有机知识分子是

相对于传统知识分子而言的，每一个社会集团都

会有机地制造一个或几个知识分子阶层，这个知

识阶层会将自己的同质性和功能性认识赋予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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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这个社会集团。 葛兰西指出“有机性”有

两层含义。 一是与特定的社会历史集团的有机

性。 任何社会集团都会产生与自己密切联系的知

识分子。 因此，取得文化领导权，需要培养无产阶

级自己的知识分子，还要同化和争取传统知识分

子。 葛兰西分析了培养有机知识分子和同化传统

知识分子的辩证法：“任何在争取统治地位的集

团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为同化和

‘在意识形态上’征服传统知识分子在作斗争，该
集团越是同时成功地构成其有机知识分子，这种

同化和征服便越快捷、越有效。” ［４］５⁃６二是与人民

大众的有机性。 葛兰西论述了有机知识分子与大

众的辩证法：有机知识分子教育和提高人民大众

的文化水平，随着人民大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反过

来，在数量和质量上壮大和提高有机知识分子

阶层。
（二）坚持党的领导和培养文化干部

布哈林指出，取得文化领导权，要加强党对文

化斗争的领导。 共产党人在文艺政策上要避免两

个错误，一是丧失立场，二是共产党人的自大狂。
丧失立场对于文化事业的伤害将是致命的。 在文

化事业上不坚持党性和阶级性，文化发展就有被

引入歧途的危险。 共产党人的自大狂是列宁深恶

痛绝的问题，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可以独自掌

握文化领导权，哪怕是一个文化部门，但是，一些

共产党人却自大到可以对文化事业指手画脚，违
背文化规律和对具体业务横加干涉。 布哈林指

出，要纠正这两种错误，一是加强无产阶级的自我

教育，二是要努力培养政治坚定、业务精良的文化

干部队伍，即“造就出身于劳动人民本身的有高

度技能的干部。” ［３］９３布哈林进一步指出，党对文

化事业的领导是路线、方向、原则的领导，是一般

的、总的领导，不是具体领导。 之所以制定这样的

文化政策，其原因是：第一，党暂时还不能实行全

面的领导。 布哈林说：“我们还有一系列东西不

懂，而且我确信，在比较长的时间内我们也不可能

学会这些东西。” ［３］３４９第二，文化发展有其固有的

规律，文化工作的专业性和专门化要求党实行宏

观领导。
葛兰西认为，夺取文化领导权必须紧紧依靠

党组织的力量。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中具有共产主

义思想的先进分子组成的革命先锋队。 共产党承

担领导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历史责任，包括夺取

并且是首先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斗争。 葛兰西指

出，党组织的基本职能“归结起来是培养自己的

干部、一定社会集团（作为‘经济’集团发生和发

展的）分子，直到他们变成熟练的政治知识分子、
领导者、各种形式活动的组织者和整体社会———
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有组织发展所具有的职能的

执行者”。［４］４２８因此，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党的精

英人物，并与有机知识分子相结合，构成夺取文化

领导的骨干力量。 党组织和党内精英还必须加强

对无产阶级的文化教育，努力提高工人阶级和普

通劳动群众的文化水平，“培养出一种新型的知

识分子的精英，这种精英直接从群众中产生出来，
而且还同群众保持着接触”，［５］２２促进人民群众知

识分子化。 党组织领导党内精英人物和有机知识

分子战斗在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人民群众在文

化观念上的不断觉醒，会促使市民社会的功能日

渐丧失，这势必动摇资产阶级在文化上的统治地

位。 葛兰西认为，建设先进的党组织和对人民群

众进行教育是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根本途径。
（三）文化革命的策略选择

布哈林主张在文化上展开最广泛的竞赛。 之

所以开展文化竞赛活动，其原因主要有：第一，文
艺有不同形式、不同风格和不同的流派，只有通过

竞赛，才能促进不同文艺竞相发展。 第二，竞争是

创新的基础，通过开展广泛的竞赛，才能促进文艺

创新，形成文艺新的内容、新的形式和新的风格。
因此，布哈林强调要为文艺竞赛开辟最广阔的天

地，他还指出要允许和鼓励成立各种文化团体，只
要坚持在党的一般路线指引下，布哈林鼓励说：
“能成 立 多 少 文 学 小 组 和 团 体 就 成 立 多 少

吧。” ［３］３５１布哈林将竞赛看作是取得文化领导权的

重要途径。
葛兰西指出，夺取文化领导权，不可能采取暴

力革命的方式，也不能指望搞运动战在短时间内

取得胜利，只能是反复较量，通过开展阵地战，
“由知识分子通过教育、引导、说服等方式，渐进

的‘散漫的’‘毛细管式的’进行长期渗透，依靠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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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阶级的同意和服从，” ［６］６１一点点夺取文化领

域的领导权。 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自己

的文化十分困难。 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凭借自身

在政治、经济上的领导权，牢牢占据着文化领域的

统治地位。 无产阶级本身受到剥削和压迫，在文

化领域上没有话语权，加之自身文化水平较

低”，［７］１６２取得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将是一个长

期而艰巨的过程。

三、结论
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布哈林和葛兰西都以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实现社

会主义为己任，都曾在共产国际工作过，两人的文

化领导权思想自然有相似或相同的地方。 但是，
布哈林和葛兰西处于的具体历史境遇不同、面临

的历史使命不同、具体的革命实践不同，两人的一

些具体思考和主张也不尽相同。 从上文所做的具

体的历史考察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四点结论性

认识。
第一，政治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的关系问题。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布哈林和葛兰西提出文

化领导权有各自的时代背景、出发点和最终目的。
布哈林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提出了无产

阶级的文化领导权。 他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

后，仅仅取得了政权，取得政权并不意味着自动获

得文化领导权。 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出发，布哈

林提出了取得文化领导权的任务，目的是更好地

服务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葛兰西则从西方无产

阶级革命斗争的视角出发，认为取得文化领导权

是西方社会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手

段，目的是通过文化领导权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

胜利。 总之，布哈林和葛兰西在提出文化领导权

问题上的重要区别是政治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的

关系问题。 在东方社会，是先取得政治领导权，后
取得文化领导权，政治领导权是取得文化领导权

的前提和保障。 在西方社会，是先取得文化领导

权，后取得政治领导权，文化领导权是取得政治领

导权的首要任务和唯一途径。
第二，依靠哪一个阶级的知识分子去取得文

化领导权。 在取得文化领导权问题上，布哈林和

葛兰西都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都提出利用传统

知识分子和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 不同

之处在于，布哈林认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

不可能发展出比资产阶级更为发达的文化，产生

和培养本阶级的知识分子不仅在数量上有限，而
且十分困难。 因此，如果在短时期内取得文化领

导权，主要方法还是通过改造旧知识分子。 随着

无产阶级文化队伍的形成和壮大之后，再慢慢将

旧知识分子“排挤掉”。 其实，布哈林敢于依靠旧

知识分子，他的信心和胆量来自于已经掌握的政

治领导权。 葛兰西在取得文化领导权问题上，已
经做好进行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 所以，在葛兰

西看来，有机知识分子不仅存在，而且可以通过党

组织和群众运动进行培养。 他把取得文化领导权

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

上。 总之，依靠哪一个阶级的知识分子去取得文

化领导权，这是布哈林和葛兰西在知识分子问题

上的主要区别。
第三，在文化领导权目标选择上的“立” 与

“破”。 布哈林和葛兰西在取得文化领导权问题

上都坚持党的领导，都强调培养党的文化干部的

极端重要性。 在布哈林看来，党对文化的领导主

要体现在制定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路线、方针、政
策和培养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干部队伍。 在葛兰

西看来，党对文化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制定意识形

态斗争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培养和造就党内精英

和有机知识分子，带领群众去破坏资产阶级的

“市民社会”。 总之，布哈林和葛兰西都强调党对

文化的政治、组织和思想领导，区别主要在于目的

上：一个是“立”，即取得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领

导权；一个是“破”，即破坏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
确立无产阶级在文化上的领导地位。

第四，在文化革命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两种

策略。 意识形态斗争具有特殊性，布哈林和葛兰

西都反对采取阶级斗争的暴力形式，都强调在文

化革命中一定要讲究斗争策略和方式方法。 布哈

林认为开展最广泛的竞赛，是实现文艺发展和创

新的绝佳途径。 但是，这种文化发展上的大胆和

自信，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前提，那就是坚持党

的一般领导。 葛兰西面对西方社会无产阶级革命

的重重困难，主张在文化领域开展长期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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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这种阵地战对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说，
由于不具备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优势，从
一开始就十分困难。 所以说，正是文化革命决然

不同的两种情况，决定了文化革命采取截然不同

的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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